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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 

追踪研究在组织行为学中的应用* 

胥  彦  李超平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  要  追踪研究是一种通过引入时滞, 以探索变量动态变化趋势和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查研究方法。近

年来, 在组织行为学中, 追踪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追踪研究成果也在逐渐增加, 但是大多数研究者

尤其是国内研究者, 对追踪研究尚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追踪研究设计可以依照重复测量之间的时间间隔长

短进行分类, 不同的类型对应不同的样本量、调查方式和统计分析方法, 未来可以拓展追踪研究在团队和领导

力、组织文化和变革以及员工激励等方面的应用, 或开展跨文化的追踪研究。 
关键词  追踪研究; 经验取样法; 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 潜变计分模型; 交叉滞后模型 
分类号  B841; B849:C93 

1  引言 

随着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现代科学

技术的迅速发展, 横截面研究设计的有效性越来

越受到研究者的质疑 , 其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变量相互关系的不确定性, 二是共同方

法变异导致的偏差(Rindfleisch, Malter, Ganesan, 
& Moorman, 2008)。首先, 在某些情况下, 横截面

研究得出的变量相互关系结论并不是十分准确

的。一方面, 横截面研究设计会导致不准确的参

数检验和显著性检验(Pitariu & Ployhart, 2010), 
另一方面, 横截面研究只反映了短时间内的变量

之间的关系, 如果选择不同的时间框架, 可能会

得到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Levin, 2006)。其次, 横
截面研究设计存在共同方法变异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大多数横截面研究是由研究对象在单个时间

点完成的, 导致研究的有效性比多时间点研究的

有效性低很多。很多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Zablah, 
Carlson, Donavan, Maxham, & Brown, 2016; R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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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zach, & Liu, 2016; Gao-Urhahn, Biemann, & 
Jaros, 2016), 比较了横截面研究与追踪研究的研

究质量, 结果均证明, 追踪研究的研究结果更加

准确, 横截面研究设计不再能满足研究需要, 研
究者们需要采用追踪研究设计来更全面地测试变

量的发展变化(de Jong et al., 2016)。 
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 个体、团队与组织所

发生的变化, 对于理解组织心理的动态特征至关

重要(Riza et al., 2016), 所以, 在组织行为学领域

的相关研究中, 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并
且,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组织中大多数态度和

行为, 如工作满意度(Ng & Feldman, 2015; Riza 
et al, 2016), 组织承诺 (Kam, Morin, Meyer, & 
Topolnytsky, 2016; Gao-Urhahn et al., 2016), 工作

重塑 (Tims, Bakker, & Derks, 2015)和健康行为

(Liu, Wang, Bamberger, Shi, & Bacharach, 2015)等
等, 都会随时间发生动态性的变化。因此, 组织行

为学研究者需要通过纳入时间因素, 对现象发展

的内在机制和过程进行深入研究 , 发现个体心

理、态度和行为的具体变化, 才能更准确地把握

现象的动态趋势和规律。 
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大多数理论本身都暗含了

动态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文章也在强调时间是组

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Jebb & Tay, 2016), 如心

理契约理论认为, 个体的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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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是连续不断存在的 , 并且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延续和发展;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认 为 , 个 体 的 自 主 (autonomy) 、 胜 任

(competence)和关系(relatedness)三个需求的相对

重要性, 以及每个人满足需求的方式, 都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人生阶段的变迁而发生改变(Miles, 
2012/2017), 目标设定理论则要求跟踪目标的实

现情况等, 很少有一个理论的发展完善只是为了

解释某一时间点上的现象。于是, 能够探索潜在

变化的追踪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追捧。在国

际顶尖的组织行为学学术期刊上, 采用纵向设计

的研究也越来越多(Ployhart & Ward, 2011)。 
由此可见, 研究准确性的需要、组织现象自

身的特点以及组织理论的潜在要求无一不使得追

踪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 信息技术和网络

技术的发展也为追踪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更加便利

的条件, 国内已有学者尝试使用追踪研究方法进

行实证研究(傅飞强, 彭剑锋, 2017)。但是, 有一

些研究仅测量两次, 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追踪研究; 
还有些研究由于诸多现实因素限制, 重复测量之

间的时间间隔普遍较短, 且样本损耗极大, 影响

了最终的研究质量。本文试图通过界定追踪研究

的涵义, 总结归纳追踪研究设计的特征、类型、

实施步骤和关键点, 举例说明追踪研究常用的数

据拟合模型, 预测其未来可能的发展和应用前景, 
为研究者规范使用追踪研究设计提供参考和指导。 

2  追踪研究的定义、特征和类型 

2.1  追踪研究的定义和特征 
追踪研究(Longitudinal Study)通常也被译为

“纵向研究”, 最开始多用于医学领域以追踪病人

病情变化, 或者用于教育领域以追踪青少年成长

过程中心理或行为的变化。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始, 
追踪研究慢慢被引入组织行为学领域。维基百科

(Wikipedia)将追踪研究定义为一种涉及在短期或

长期时间内, 对相同变量(例如人)进行重复观察

的研究设计。Ployhart 和 Vandenberg (2010)将追踪

研究定义为强调研究变化的研究, 其至少包含三

个重复观察结果(三个以上更好), 并且至少对一

个实质性变量有意义。如今 , 大部分研究者

(Kelloway & Francis, 2013; Taris & Kompier, 2014; 
Abbad & Carlotto, 2016)都使用了 Ployhart 和

Vandenberg (2010)的定义。 

总而言之, 追踪研究是一种通过对同一研究

对象进行 3 次或 3 次以上的重复测量, 对序列数

据进行处理、分析, 以了解变量发展趋势和变量

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设计。追踪研究经过不断发

展和完善, 已经广泛应用在国内外的组织行为学

领域。概括地讲, 相对于传统横截面研究而言, 追
踪研究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1) 测量次数不少于 3 次。仅仅在两个时间

点进行测量 , 难以准确地反映具体的变化过程 , 
无法判断当前出现的差异是否会继续发生变化 , 
也无法评估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变量的实

质变化还是测量误差。(2) 重复测量所有相关变

量。分离测量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仅仅是处理共

同方法变异问题, 并没有捕捉到变量的动态性质

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Chan, 1998), 无法把握变

量自身的变化趋势, 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追踪研

究。(3) 强调变量的动态变化。即随时间的推移, 
变量自身以及变量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动态变

化, 既包括在总体上的的平均变化情况, 也包括

个体间变化的差异变化情况, 与变量的静态表征

以及变量之间瞬时的相互关系完全不同。(4) 有
助确定变量先后顺序。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因
果关系的前提要求之一是预测变量在前, 结果变

量在后(Ployhart & Vandenberg, 2010), 追踪研究

通过重复测量所有相关变量, 获取纵向的、历时

性的数据, 使得测量变量之间的反向相互作用成

为可能, 不仅可以清楚了解变量之间究竟谁影响

谁, 还可以明确谁的影响作用更大(温忠麟, 2017), 
虽然真正的因果关系, 有待采用实验研究去进一

步揭示, 但追踪研究仍有助于研究者通过探索变

量间相互影响推断其中的先后顺序。 
2.2  追踪研究的类型 

由于追踪研究要求重复测量不少于 3 次, 因
此, 间隔多久进行测量是研究者进行追踪研究设

计时要考虑的关键。具体的时间间隔长度, 由研

究所涉及变量的特征、变量可能发生变化的时机

以及变量变化可能的持续时间决定。根据测量时

间间隔的长短, 可以将追踪研究分为以下四类。 
2.2.1  短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 

短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是追踪研究中的

一种特殊形式, 间隔一般小于一周。这种在短时

间内密集收集被试在较短时间内对生活中经历事

件的瞬时评估, 并对其进行记录的追踪研究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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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ology)
或日记法(Daily Diary) (张银普 , 骆南峰 , 石伟 , 
2016)。短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最大的特点在

于, 能够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 对个体的想法、感

受和行为进行重复抽样(Fraley & Hudson, 2014)。
近些年, 经验取样法发展迅速, 应用范围也越来

越广泛。 
在组织行为学领域 , 组织活动及员工的感

受、认知体验、行为都处在时刻变化中, 为了准

确地理解这些概念 , 发现这些概念的变化规律 , 
需要研究概念在日常情境下即刻的状态(张银普, 
石伟, 骆南峰, 邢璐, 徐渊, 2017)。比如, Goh, Ilies
和 Wilson (2015)通过连续 5 天, 每天都向 135 员

工发放问卷, 探索了个体每天工作负担的变化如

何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 
Liu 等(2015)在连续 3 周时间的每个工作日里都对

125 名员工进行 4 次调查, 发现员工早晨的工作−
家庭冲突与下午的情绪耗竭成正相关关系, 并且

能够预测个体下午对领导和同事的攻击行为, 以
及晚上对家庭成员的攻击行为。由此可见, 经验

取样法适合用来捕捉短时间个体感受、情绪以及

体验的变化, 即在极短时间内能够发生变化的变

量, 以探索其可能导致的个体态度或行为的变化, 
为组织和个人提供建议。 
2.2.2  适中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 

时间间隔适中的追踪研究设计是追踪研究中

最常用的形式, 间隔一般大于 1 周且小于 1 年。

在实际的研究中, 为了方便调查, 研究者们通常

选择比较均匀的时间间隔, 比如每隔 1个月或者 3
个月进行一次测量。 

随着时间推移, 个体的能力和心理、行为都

会发生变化, 即创造力、绩效、满意度和组织公

民行为等变量, 都会在个体和组织的发展变化过

程中发生一定的改变, 对这类可发展、可开发的

变量的研究, 常使用适中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

计。Winkler, Busch, Clasen 和 Vowinkel (2015)通
过间隔为 3 个月的 3 次重复测量, 探索了领导者

行为变化是否能够影响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满意度

和幸福感。Vogt, Hakanen, Brauchli, Jenny 和 Bauer 
(2016)也是通过间隔 3 个月的 3 次重复测量, 探索

了员工的工作重塑可能导致的结果。另外, 适中

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还可以用来探索可预测

的小规模变动(比如工作场所或工作环境的变化)

可能带给个体和组织的变化, Bergström, Miller 和
Horneij (2015)为了探索某组织中办公区域的变化

(从封闭式办公室到开放式办公室)对个体工作环

境感知的影响, 在办公室搬迁之前 1 个月进行了

第一次测量, 在搬迁之后的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又进行了 3 次重复测量。由此可见, 适中时

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适合研究一定时间内可变

化的变量, 也适合用来探索可预测的小规模变动

对个体和组织可能造成的影响。 
2.2.3  长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 

长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是实施难度相对

较大的一种追踪研究设计, 间隔一般至少一年。

由于时间跨度极长, 研究过程中易受到诸多不可

控制因素的影响。 
在组织行为学领域, 很多变量如智力、人格

特征、价值观等, 不易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 研究

这些变量的变化需要研究者采用长时间间隔的追

踪研究设计, 一般间隔至少 1 年, 整个研究完成

可能需要 3 到 10 年的时间。Gao-Urhahn 等人(2016)
在 2002 年至 2007 年的 6 年时间内, 每年测量一

次员工的组织承诺 (情感承诺 ), 从“水平”和“变
化”两个角度对情感承诺的变化与收入变化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极少数研究会需要几十年的

时间, Riza 等人(2016)同时考虑年龄和任期, 对两

组样本共 21670 名被试在 40 年的时间内进行了

34 次数据收集, 一组是 29 年内的 22 次数据收集

(除去被试的未成年时间), 一组是 11 年内的 12 次

数据收集, 发现如果控制年龄, 随着任期的增加, 
个体工作满意度越来越低 , 但是如果控制任期 , 
随着年龄的增加, 个体工作满意度越来越高。 

另外, 长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还可以帮

助研究者探索如有重大事件发生, 某些变量是否

会发生变化, 以及这种变化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Birkeland, Nielsen, Hansen, Knardahl 和 Heir (2017)
通过在 2011 年奥斯陆炸弹袭击事件前后共 5 次

(发生前两次, 发生后的 3 年时间内每年一次)的
数据收集, 发现员工对领导力的感知整体上是相

对比较稳定的, 重大事件对其的影响基本可以忽

略。因此, 时间间隔大于一年的设计适用于研究

较稳定变量的变化, 也适用于研究重大突发事件

(如金融危机、政治变革)可能引起的改变。 
2.2.4  混合型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 

混合型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是指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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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追踪研究中 , 包含着不同时间间隔形式的设

计。如对不同的样本群体分组, 采用不同的时间

间隔设计, Lang, Bliese 和 de Voogt (2018)对美国

官兵和在苏丹执行考古任务的美法专家两组样本

进行追踪调查研究, 对官兵一组采用了适中时间

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6 个月为时间间隔, 共 3 次

数据收集); 对考古专家一组, 使用了短时间间隔

的追踪研究设计(在团队现场作业的平均 21.64 天

里, 除周五外, 进行每日调查), 对组织中的共识

涌现(consensus emergence in groups)进行建模。混

合型时间间隔设计相对于其他形式更加复杂, 适
合研究者需要对变量进行多层级的建模时使用。

但是, 由于其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 相关研究成

果目前还很少。 

3  追踪研究的步骤和关键 

3.1  追踪研究的主要步骤 
虽然追踪研究设计可以分为不同类型, 但大

多数追踪研究的研究步骤基本一致。一般来说 , 
追踪研究的实施主要包括 5 个关键环节, 如图 1
所示。 

(1) 明确研究问题并提出动态假设。设计追

踪研究, 首先要明确待解决的问题是否适合使用

追踪研究, 即是否包含有随时间发生动态变化的

问题。如果横截面设计可以满足研究要求, 则没

有太大必要使用追踪研究(Levin, 2006), 且如果

变量间相互影响是即时性的, 追踪研究设计反而

可能是不合适的 (除非做被试内设计 ) (温忠麟 , 
2017)。确定研究问题后, 针对问题提出动态性假

设,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Pitariu & Ployhart, 2010)。(2) 设计详细研究方案, 
确定测量次数、时间间隔和样本量等关键, 考虑

追踪研究的样本损耗, 提前确定足够的样本量。

(3) 重复测量所有相关变量。对所有相关变量进行

重复测量, 而不是分离测量。在这个过程中, 要注

意与调查单位负责人进行良好的沟通; 向被试讲

明调查理由, 并提供适当的调查奖励。有学者也

会采用分组处理 , 把样本分成控制组和实验组 , 
同时关注发展趋势和组间发展水平及速度的差异

(刘红云, 张雷, 2005)。(4) 分析所收集的序列数

据。根据研究设计和数据特征选择最适合的分析

模型。(5) 解释假设检验得到的结果, 得出追踪研

究结论并报告。 

 
 

图 1  追踪研究的主要步骤 
注：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3.2  追踪研究的关键 
追踪研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必须抓住几个

关键点, 如样本量的确定、调查方式的选择、样

本损耗的处理等。本文借助国外一些具有代表性

的追踪研究, 对三个关键点进行阐释。 
3.2.1  样本量的确定 

追踪研究的样本极为重要, 样本量的大小和

样本质量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如果研究

初始时对样本量的估计出现偏差, 追踪调查将很

难继续进行。首先, 追踪研究的样本量应该尽可

能多。事实上, 追踪研究在统计量方面还是比较

经济的, 在追踪研究中, 总的样本量是重复测量

次数的倍数(Ployhart & Ward, 2011), 100 名被试抽

样 5 次产生 500 次结果, 与 20 名被试抽样 25 次, 
获得的结果数也是一样的。其次, 在进行调查之

前, 研究者最好首先对样本损耗有一个预估, 即
计划缺失。提前考虑最后一次测量时所需的样本

量, 然后估计调查中可能的损耗百分比, 通过倒

推, 来确定在第一次测量时所需的样本量, 提早

做好准备。另外, 在设计追踪研究的时候, 还可以

对中间几次的数据收集采取分组进行的方式, 或
采取加速纵向设计, 例如, 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如
第 1、6、12 个月), 通过对不同的群体(如新员工, 
职业生涯早期员工, 职业生涯晚期员工)进行抽样

来估计变化(Ployhart & Vandenberg, 2010)。 
追踪研究中的小样本一般指 200 以内的样本

量, 适用于短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 因为短

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需要在极短时间内进行

多次重复测量, 研究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对较

大样本量的监控; 并且 , 在极短时间内 , 被试发

生不可预测事件的可能一般较小, 不可控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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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样本损耗的影响也较小(员工离职, 企业破产

等), 因此, 相对于其他追踪研究类型, 经验取样

法的样本量一般相对较小, 样本损耗也小。比如, 
Goh 等人(2015)和 Liu 等(2015)在使用短时间间隔

的追踪研究设计研究工作−家庭冲突时 , 样本量

分别为 135 和 125, 都在 200 以内。 
追踪研究中的中样本一般指 200 至 500 的样

本量, 适用于适中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与

横截面研究相比, 二者样本量要求相差不大, 但
是其缺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发生一定程度的

样本损耗。Winkler 等人(2015)采用适中时间间隔

的研究设计, 探索领导者行为变化是否内能够影

响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时, 样本量

为 255。另一方面, 适中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

在探索可预测的小型变动对个体和组织可能造成

的影响时, 会对样本量大小造成限制, Bergström
等人(2015)为了探索某组织中办公区域的变化(从
封闭式办公室到开放式办公室)对个体工作环境

感知的影响, 样本量仅为 82 人; 或者当追踪研究

的研究对象是组织中的特殊群体时, 如新员工或

有家庭的员工, 也会限制样本量的大小。 
追踪研究中的大样本一般指 500 以上的样本

量, 适用于长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由于时

间跨度很长, 在调查期间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影

响 , 样本量损耗非常严重 , 所以 , 长时间间隔的

追踪研究设计对初始样本量的要求很高 , 因此 , 
长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常会借助官方数据 , 
Gao-Urhahn 等人(2016)使用的官方研究中样本量

为 13000, Riza 等人(2016)的两组样本量分别为

12686 和 8984。也有研究者只是使用官方数据库

中的被试名单, 然后自行进行调查, 这样样本损

耗就会较为严重, Birkeland 等人(2017)虽然在首

次调查时使用了官方记录中的人员目录, 但在第

三次数据调查时样本量仅剩 212, 损耗将近一半。

但是, 使用官方调查数据的缺点是, 研究者无法

在调查前或调查中对研究进行计划和监控, 只能

在后续的数据分析时予以处理。所以, 采用长时

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比较经济的做法是, 将多

个研究对象相同的小研究合并调查, Li, Fay, Frese, 
Harms 和 Gao (2014)对主动性人格与工作特征之

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就是更大研究的一个部分。 
3.2.2  调查方式的选择 

追踪研究的调查方式一般以问卷调查法为主, 

结合其他研究方法如文献研究法、访谈与专家咨

询等作为辅助的信息来源。由于追踪研究数据收

集次数多 , 往往造成被试的不耐烦或中途放弃 , 
所以研究者应尽量采用耗时少、易操作、适合样

本特点的调查方式。另一方面, 由于追踪研究涉

及多次重复测量, 研究者还需要考虑如何做到纵

向上样本间的匹配, 这是追踪研究与横截面研究

在调查方式上最大的不同。一般的问卷调查方式

包括纸质问卷调查和电子问卷调查(包括网络问

卷、手机问卷等)和电子设备及 APP 调查。 
纸质问卷调查是最传统的问卷调查方式, 即

向被试发放纸质问卷。通过纸质问卷进行数据收

集的好处在于研究者对研究的可控性比较大, 且
由于被试对纸质问卷较为重视, 所收集的数据相

较于其他方式可能更为准确; 但是纸质问卷调查

操作相对复杂, 数据录入时也容易发生错误, 且
有时研究者并不是在现场直接发放纸质问卷, 可
能通过邮寄的方式寄送纸质问卷, 很容易造成丢

失, 导致回收率降低。纸质问卷调查适用短时间

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 调查样本量一般也比较小, 
如果时间间隔过长或者样本量过大, 纸质问卷调

查的有效性将受到影响。Taylor, Bedeian, Cole 和

Zhang (2017)使用纸质问卷对工作场所无礼行为

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索, 对 131 名被试

在连续 6 周的每个周五进行纸质问卷调查, 员工

将完成的问卷放入密封的信封中, 由研究团队成

员每周亲自收集一次, 且为了确保 6 次调查数据

能够准确匹配, 在第一次调查的时候, 研究者就

给每个参与者分配了一个随机、不重复的三位数

代码。在其后每次调查时, 该代码都会写在在参

与者问卷上, 研究者最后会根据该代码来对所有

问卷进行匹配。 
电子问卷调查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追踪研究

调查方式。网络技术的发展给发送电子问卷提供

了很大便利。目前可以在线制作问卷的网站很多, 
只需要将问卷链接或者二维码等通过电子邮件或

者微信等发送给被试, 被试就可以在线提交答案, 
研究者数据回收非常及时, 同时还可以附上礼品

或红包作为感谢, 被试填写的积极性就会更高。

电子问卷调查适用于适中的时间间隔或者较长的

时间间隔, 对样本量要求也比较灵活, 如果时间

间隔或跨度很长, 研究者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微

信等提醒被试及时参与调查; 如果对样本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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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高, 研究者还可以使用第三方提供的在线数

据服务, Vogt等人(2016)通过在线数据服务进行适

中时间间隔的研究设计, 样本量高达 940。关于样

本的纵向匹配问题, Bakker 等(2015)在调查开始

时, 直接向每个被试发送了包含有研究目的介绍

和保密承诺书, 以及研究问卷链接和个人登录账

号密码的邮件, 每个被试都拥有个人登录账号和

密码, 能够在后续的调查中进行多时间点数据的

直接匹配。有时研究设计较为复杂, 不只包括纵

向上个体的匹配, 还包括横向上调查对象之间的

匹配。Zablah 等(2016)为了调查了零售链上顾客

满意度与员工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需要保证顾客

与一线员工之间的匹配以及纵向上多次测量的数

据匹配, 就把一线员工的编号和商店编号添加到

顾客账单信息中 , 用来匹配顾客数据 , 同时 , 将
每个员工匹配到特定的店铺编号, 用来匹配员工

数据, 实现了纵向和横向上的匹配。 
第三类调查方式是指借用电子设备, 或者应

用于电子设备的第三方应用程序 (Application, 
APP)来采集数据的方式, 需要研究者自行准备统

一的设备, 如掌上电脑、电子手环等, 或能够在多

种设备上顺利运行的普适性 APP。这种方法的好

处在于, 能够使得被试同时接受提醒信号, 并能

够通过设备编号来匹配重复测量的数据; 设备还

可以回收, 在今后其它研究中多次利用。电子设

备等第三类调查方式适用于短时间间隔或适中时

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 时间间隔过长, 容易造

成设备的遗失, 且在样本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设
备费用会导致研究成本较高。Beal, Trougakos, 
Weiss 和 Dalal (2013)在测量情感状态、紧张和疲

劳时 , 为调查参与者配备了掌上电脑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要求被试在收到信号后, 及时完

成调查。另外, 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

终端设备的普及, 应用程序在生活中的应用越来

越广。在传统网络调查的基础上, APP 调查可结合

移动设备触屏、扫码、定位等功能, 且使用便捷, 
APP 可以通过 ip 地址或被试的用户信息进行数据

匹配, 但是群发提醒功能略有不足, 且 APP 程序

漏洞可能会影响调查结果采集的准确性(王云峰, 
史菁菁, 毛春芳, 2016)以及数据信息的安全性。 
3.2.3  数据缺失的处理 

在追踪研究中, 由于调查时间长, 调查次数

多, 极易发生样本损耗, 导致数据缺失问题。在进

行实地研究时, 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 最后一次

测量比第一次测量回收率下降一半或更多的情况

并不少见(Chan, 1998)。即使在调查之前已经考虑

到可能的缺失, 并保证了首次调查的样本量, 调
查期间的缺失比例如果很大也会使得样本不具代

表性, 当缺失达 60%以上时, 数据完全失去利用

价值(Barzi & Woodward, 2004)。所以, 研究者必

须在统计分析之前采取相应措施处理缺失值。 
追踪研究中传统的缺失数据处理方法主要有

删除法(deletion)和单一插补法(single imputation), 
这两种方法也是研究者经常采用的缺失值处理方

法, 其优点是简单易行, 但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

参数估计偏差和统计功效损失。一般来说, 对于

短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或者适中时间间隔的

追踪研究设计, 只要缺失比例不是特别大, 研究

者们都倾向于直接采取删除法。Goh 等人(2015)、
Liu 等(2015)、Bakker 等(2015)以及 Liu 等(2015)
都采用了删除法。叶素静, 唐文清, 张敏强和曹魏

聪(2014)对现代缺失数据处理方法进行了详细的

介绍 , 对于随机缺失 , 可以采取极大似然估计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和多重插补法

(multiple imputation), 对于非随机缺失可以采用

选择模型(selection model)和模式混合模型(pattern- 
mixture model)。极大似然估计又分为如期望极大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EM)算法和全息极大似

然估计(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对
于长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 研究者们最常用

的就是极大似然估计法, Birkeland 等人(2017)和
Gao-Urhahn 等人(2016)均是通过 Mplus 软件, 采
用全息极大似然估计来处理缺失值。 

由此可见, 追踪研究的类型与样本量、调查

方式以及缺失数据处理方法之间是相互联系、相

互呼应的, 研究者在进行追踪研究时, 应该根据

自身研究设计的具体情况 , 确定合适的样本量 , 
选择恰当的调查方式, 采用有效的数据缺失处理

方式, 保证研究的有效性。 

4  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  

由于追踪研究需要对每一个样本进行多次重

复测量, 所获得的数据与横截面研究所获得的数

据相比更加庞大、更加复杂, 且多次重复测量之

间存在时间差, 使得数据常呈现嵌套性、序列性、

滞后性的特征; 再加上追踪研究能够探索变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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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互关系, 而不是单纯的单方向影响, 使得

数据又呈现出复杂的交叉性特征, 完全随机设计

的方差分析和成组 T 检验都不再适用于追踪研究

数据处理, 要求研究者选用更适合的模型对数据

进行拟合。因此, 对于追踪数据的处理, 需要根据

研究设计、研究假设要求、变量类型以及数据特

点, 选择最合适的模型进行拟合。常用的追踪研

究统计分析模型有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潜变计分模型(latent change 
score model), 交叉滞后模型(cross-lagged model), 
除此之外, 还有多层模型(mutillevel model), 时间

序列分析(time series analysis)以及重复测量的方

差分析(MANOVA)等。 
4.1  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 

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是一种基于结构方程的、比较新的处理追踪研究

数据的统计方法, 相比于传统的时间序列分析等

方法, 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提供了适用于相等时

间间隔假设的替代方案(Mcardle, 2009)。因此, 潜
变量增长曲线模型适用于拟合在固定时间点收集

的纵向研究数据, 即相同时间间隔的重复测量所

收集的数据。目前组织行为学领域内追踪研究大

都采用相等时间间隔的追踪研究设计, 比如每次

测量之间间隔 1 天、3 个月或 1 年。潜变量增长

模型的优点在于能够根据研究假设对随机效应和

固定效应进行分析, 实现了整体水平分析和个体

水平分析的结合。根据研究需要, 还可以采用更

复杂的潜变量模型, 比如混合增长(growth mixture 
model)模型、潜类别模型(latent class model)等。 

Wu 和 Griffin (2012)为探索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s, CSE)和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 
JSAT)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 采用了 1997 年至

2006 年十年间的英国家户长期追踪资料库(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的数据, 并将其划分为 4
个阶段(1) Year 1 to Year 4 (1997~2000), (2) Year 5 
(2001), (3) Year 6 to Year 9 (2002~2005), (4) Year 
10 (2006), 使用分段的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研究

不同阶段的增长效应模型, 模型包括两个截距因

子和两个斜率因子。两个截距分别代表第 1 年和

第 6 年的工作满意度分数, 两个斜率因子则分别

代表每 4 年期间工作满意度的增长率(增长率 t1-t4

和增长率 t6-t9), 从第 1 年到第 4 年的工作满意度得

分受第一个截距因子和斜率因子的影响, 从第 6

年到第 9 年的工作满意度得分受第二个截距因子

和斜率因子影响。结果发现, 潜变量增长曲线模

型对数据的拟合度最佳, 除了第一斜率因子到第

2 年工作满意度得分的路径以外, 其他路径都是

显著的, 早期的工作满意度水平和增长率能够正

向预测之后的核心自我评价, 并且, 核心自我评

价也能够正向预测再之后的工作满意度水平和增

长率。 
4.2  潜变计分模型 

潜变计分模型 (latent change score model)是
一种比潜变量增长曲线更为灵活、精确的模型 , 
相较于常用线性轨迹来表明变化趋势的潜变量增

长曲线模型, 潜变计分模型并不假设变化的形式

是线性的(Li et al, 2014)。潜变计分模型将潜变量

的分数或者说真实的分数与随机测量误差分开 , 
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潜变量, 然后用来预测其他

变量; 如果在每个时间点重复这个过程, 就为模

型添加一层 (T-1)新的潜变量变化分数 (McArdle, 
2009)。这个新的潜在变量, 完全由后边分数的特

定部分来解释, 无法由前边分数(即残差)来解释, 
因此, 新的潜变量变化的显著性就意味着并非所

有个体都经历过类似的变化。潜变计分模型适用

于探索个体变化差异相关的滞后效应和相互影响

的研究, 其优点在于能够研究与个体差异有关的

动态(即时滞)的相互关系(McArdle, 2001), 还能

够灵活有效地避免Ⅰ型和Ⅱ型错误 (Howardson, 
Karim, & Horn, 2017)。 

Li 等(2014)对主动型人格和工作特征之间的

相互关系进行了探索, 通过间隔分别为一年和两

年的三次数据收集, 使用潜变计分模型对数据进

行分析, 通过提出一个新的潜变化变量, 来代表

两个相邻测量时机中每个变量真实得分的增量或

减量 ( 如 主动型人格 (T1−T2), 主动型人格

(T2−T3) )。因为可以为每个被试建立一个潜变化

变量, 所以潜在变化计分模型常用于研究变化的

个体差异, 例如, 可以确定从 T1 到 T2 的人格差

异(主动型人格(T1−T2))是否受个人在 T1 时期的

工作特征(工作特征 T1)影响。类似地, 也可以用

于检查工作特征的变化(如工作特征(T1−T2))是
否受到早期主动性人格(主动型人格 T1)的影响, 
以及 T2 时期主动性人格的改变(主动型人格 T2)
是否进一步促进工作特征从 T2 到 T3(工作特征

(T2−T3))的改变。结果发现, 工作特征中的工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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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job demands)和工作控制(job control)对主动性

人格(proactive personality)的促进有积极的滞后效

应, 主动性人格对工作需要, 工作控制和上级支

持 (supervisory support) 的 促 进 以 及 组 织 约 束

(organizational constraints)的降低都会产生积极的

滞后效应, 并且, 主动性人格与工作需求和工作

控制之间存在动态的相互作用。  
4.3  交叉滞后模型 

交叉滞后模型(cross-lagged model)是横截面

设计(cross-sectional)和时滞模型(time-lagged model)
的结合, 包括控制变量自身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

自相关路径, 以及变量相互关系的交叉滞后路径, 
因此, 交叉滞后模型适用于探索变量相互间逻辑

关系的研究。交叉滞后模型的优点在于, 在估计 X
对 M 或 M 对 Y 的影响时(如 Xt1 对 Mt2), 能够控

制 T-1 时每个变量对自身的影响(如 Mt1 对 Mt2), 
降低了将相关性作为真正的效应量的可能性, 能
够为研究者提供最明确有力的因果关系 (Lang, 
Bliese, Lang, & Adler, 2011); 使得测量 X 与 M 之

间的反向作用或者相互作用成为可能, 通过对参

数的估计, 还能够测试结果的稳定性(Law, Wong, 
Yan, & Huang, 2016), 然而仅靠追踪研究是无法

确定真正意义的因果关系, 只能帮助研究者了解

可能的变量先后顺序, 严格的因果关系还有待于

后续的实验验证。 
使用交叉滞后模型对追踪数据进行分析, 首

先要构建包括自相关路径以及不同变量间回归路

径(不同方向的单向路径或双向交叉路径)的多个

模型, 然后比较选择最佳模型, 选定最佳模型以

后, 再对路径进行检验。Moazami-Goodarzi, Nurmi, 
Mauno 和 Rantanen (2015)探索了核心自我评估、

工作活力和工作−家庭增益三个变量之间的交叉

滞后关系, 通过对静态模型和交叉滞后模型的参

数对比, 发现交叉滞后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数据, 
T1 时期的工作活力正向预测了 T2 时期的工作−
家庭增益, T2 时期的工作−家庭增益又正向预测

了 T3 时期的工作活力, 而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
家庭增益之间不存在交叉滞后的相互关系。Vogt
等人(2016)也是运用了交叉滞后模型 , 探索了工

作重塑变化对员工的心理资本和工作投入变化的

影响, 发现工作重塑正向预测心理资本和工作投

入, 而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对工作重塑没有预测

作用。 

5  追踪研究的发展与应用前景  

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给追踪研究提供了更加

便捷的调查渠道, 再加上数据记录和统计分析方

法的进步, 未来, 研究者可以运用追踪研究探索

更多变量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追踪研究在组织

行为学中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 能够为组织实

践提供更准确更有价值的建议。 
5.1  技术进步推进追踪研究的发展 

技术进步包括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统计

分析方法的进步, 二者都为追踪研究的发展提供

了很大帮助。 
首先, 由于追踪研究需要对同一对象进行多

次重复测量, 在操作中给研究者和被试都造成了

很多麻烦, 加上各种现实因素的限制, 回收率经

常很低。然而,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

发展, 越来越多的设备和媒介可以供研究者收集

数据使用, 电子设备以及设备所安装的 APP 都可

以用来收集信息数据, 为追踪研究拓宽了应用范

围。电子设备或 APP 的使用不仅可以方便被试完

成调查, 在信号提醒和数据匹配上也为研究者省

去了很大麻烦。除此之外, 技术进步还有助于研

究者更多使用混合型追踪研究设计, 将不同的时

间间隔类型的研究设计结合, 整合多渠道的动态

信息, 发现微观变量在个体内的变化规律(张银普 
等, 2017)。比如, 在使用电子问卷进行适中时间间

隔调查的同时, 采用经验取样法收集研究对象的

日常工作生活记录, 能够更具体地探索变量的变

化情况。 
其次, 对于追踪数据的统计分析, 一直以来

也是让研究者比较困扰的问题, 尽管许多组织现

象可能以非线性或不连续的方式发生变化(Bliese, 
Chan, & Ployhart, 2007), 但是现有的对于追踪研

究的拟合模型多是线性的、连续增长型的, 较少

有涉及非线性的或者不连续的增长曲线模型, 这
一问题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所

以, 今后应当扩展对非线性或者不连续增长曲线

的研究。另一方面, 统计分析软件的发展也为追

踪研究数据处理提供了便利, 现有很多免费的、

开源软件如 R 都可以用来处理追踪研究数据, 数
据缺失的问题也越来越容易处理。 
5.2  推动理论的发展 

组织管理的相关理论, 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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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暗含着变量的变化, 之前的研究多是横截面研

究, 很难去捕捉变量的动态变化, 以及变量间真

正的前后顺序。追踪研究在推动完善理论发展方

面, 一是能够把握变量的动态变化; 二是能够了

解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关系的变化。 
首先, 在研究变量的动态变化上, 追踪研究

能够帮助研究者捕捉变量的具体变化趋势和规律, 
丰富变量的概念和特征, 从而完善相关理论, 提
高理论的准确度和解释力。Harju, Hakanen 和

Schaufeli (2016)对工作重塑行为和工作投入、工

作倦怠之间的关系进行追踪研究, 不仅探索了工

作重塑行为的变化规律, 同时还提高了资源保持

理论的解释力。具体地, 可以依据研究假设中变

量可能的变化时间 , 选择恰当的追踪研究设计 , 
如个人情绪、态度和体验等, 可以选择短时间间

隔的设计; 如个体的能力发展或行为变化等, 可
以选择适中时间间隔的设计; 一般不容易在短时

间内发生改变的变量, 如组织承诺等, 可以选择

长时间间隔的设计。 
其次, 在变量间前后关系的把握上, 追踪研

究由于是多次重复测量, 可以帮助研究者排除变

量间自相关的影响, 探索变量之间真正的相互关

系。很多时候, 追踪研究获得的结果, 可能与我们

所认为的或从前横截面研究的结果大有不同。

Gao-Urhahn 等(2016)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情感承诺

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表明随着时

间的推移, 情感承诺增强, 收入的变化对情感承

诺的变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但反之却不成立 , 
从而丰富了社会交换理论和承诺理论。因此, 追
踪研究的发展有利于研究者理清变量之间的相互

关系, 推断其间的前后顺序, 推动组织理论的发

展和完善。 
5.3  拓展追踪研究在组织实践的应用 

追踪研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都有

着广泛的应用, 其中, 在医学和教育学相关领域

发展得最早, 研究成果也最多。上世纪 60 年代起, 
组织相关领域的学者开始利用追踪研究方法开展

研究。近些年来, 追踪研究在组织行为学领域越

来越受到学者关注 , 取得了很多意义重大的成

果。国外研究者已在组织行为学的多个实践领域, 
如 激 励 (motivation) 、 团 队 (team) 、 领 导 力

(leadership)、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组

织 变 革 (organizational change) 甚 至 是 跨 文 化

(cross-cultural)等方面均尝试了追踪研究, 为组织

实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如如何处理

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Goh et al., 2015; Liu et al., 
2015), 如 何 了 解 下 属 对 领 导 力 的 感 知 变 化

(Birkeland et al., 2017)等等, 未来应继续探索追踪

研究在组织行为学更多实践领域的应用, 拓展其

在团队和领导力、组织文化和变革以及员工激励

等方面的应用, 同时开展跨文化的追踪研究, 了
解不同文化背景对组织的影响差异, 为组织实践

提供更全面准确的管理建议。 
总而言之, 未来追踪研究会越来越受到研究

者的重视, 运用追踪研究进行组织行为学领域在

纵向水平上的探索, 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了

解变量发展规律, 丰富管理理论和组织理论, 还
能为组织管理提供实践指导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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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longitudinal study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 

XU Yan; LI Chaop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Longitudinal study is a research method that introduces time-lag to explore changing trends of 
variables and causality between variables.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B) research, scholar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longitudinal study. While the number of OB research adopting this method is 
rising, a comprehensive and correct understanding is not available so far in China. Longitudinal study can 
be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he time-lag, different types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sample size,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Further research could be extended on the team and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hange, and employee motivat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chievement 
of cross-culture design. 
Key words: longitudinal study; empirical sampling method;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atent change score 

model; cross-lagged model 


